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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学位纠纷司法救济散论 小引：旧案重提 一九九九年十二

月，我在北大法学院读博士。我和我的室友何海波人称两个

好事者代理了轰动一时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

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案。学生告母校本来就是新鲜事，何况还

是北大呢？ 基本案情是：作为北大无线电系的博士生，刘燕

文完成了所有课程，并进行了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以

及刘所在的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通过了刘燕文的论文答辩。

按既定程序，论文被提交到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正

常情况下，这不过是走走程序而已，但刘燕文却在这儿卡了

壳。校学位委员会否决了刘的论文。刘多方求解，无人告知

否决的实质理由，只是告诉他，票数不够，至于详情，就是

不告诉他！多年投诉无门，刘已经心灰意冷。忽然一日，刘

从报纸上得悉，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

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案被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并最终

胜诉。刘好似捞到一棵救命稻草，立即在海淀区法院对北京

大学提起了诉讼。主审法官就是审理田永一案的法官饶亚东

女士。这是一位颇具开拓精神的法官我曾经妄加评论说：“

她是冷峻的面孔下藏着火热的心”。我的导师姜明安教授在

上课时发表感叹说：“刘燕文不懂法律，在法庭上不会说话

，真可怜。你们谁可以帮帮他呀？”我和何海波一时为义气

所动，作为刘的代理人，走上法庭，与北大对簿公堂。代理

北京大学的，是北大法学院著名的行政法学者湛中乐先生。



法庭上出现令人兴奋的一幕“学子告母校，徒弟斗师傅”。

为了向法官推销我方的观点，打动法官的良心，我在代理词

最后一段慷慨激昂地写道： 审判长、审判员，今天，原告用

一纸诉状载来了他美好的梦想，也载来了我们共同的梦想，

这就是，让司法的阳光照耀科学的殿堂。一切在变，一切在

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是对正义的追求；一

切在变，一切在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是对

司法的信仰。本诸对正义的渴望，本诸对司法的信仰，我们

走上了法律的殿堂，并向你们说出了心中深深的渴望。请记

住原告的呐喊：“千万不要不理我这个无权无势的老实人，

因为你们是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代理词在网上公布以后，

赞美者以为“激情四射”，唱衰者以为“过分煽情”。这些

只是对代理词文字所作的评价，无关宏旨。很快，反对者们

就将他们理论的刺刀指向本案的心脏法院审理学术纠纷干涉

学术自由。法院不应该受理此案，司法的阳光可能灼伤学术

自由的花朵。北大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在课堂上发表评论说，

法院审理这种学位纠纷案无疑是一个笑话，法院在侵犯学术

自由。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称，法院在做它力所

不能及的事情。对学术论断，司法最好不介入。学术评价应

该是高校自主决定的。法院判决要更改学术委员会得出的学

术判断，不仅妨碍了高校自主权，也是对学术自由的不尊重

。哪怕是法院请的专家，也不能代替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判断

。3 闻悉学者们的这些言谈，我私下里笑道：他们是叶公好

龙式的人物。终日里呼换司法公正，希望司法的阳光普照大

地，然而，一旦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祭起学术自由的

大旗，为自己遮风挡雨。 在后来媒体报道的一系列教育权纠



纷案中，我又一再看见，法院以纠纷属于学校内部管理纠纷

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4这些理由成立吗？我多次想就这

些问题发表“深刻”的见解，但缘于生性疏懒，一直未动笔

。今日偶得清闲，即以散论的形式来讲述其间的道理。我之

所以采用“散论”，而不是正襟危坐的“正论”形式来阐述

案涉之法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真理并不必然是板着面孔

的，我们又何必自寻苦恼，写那些自己不爱写、读者不爱读

式样的学术论文呢？ 让我来试试吧。 一、苏力批评的对吗？ 

在批评苏力的观点之前，请允许我表达对苏力先生的敬意这

并非出于鲁迅所言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斗争”策

略，而是一个后学之人对于引路者的应有敬重。苏力在课堂

上的讲授以及苏力的著述，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学会了如何思

辩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好的教师，往往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王小波说了，科学和艺术的正途在于冒犯强势群体，使最

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成就。5我今天就冒犯一下强

大的苏力，获得一点成就感。 苏力说，法院受理学位纠纷，

是对学术自由的干涉，是对得之不易的学术空间的践踏。苏

办批评的对吗？我以为，错了。 自由本身不能成为拒绝司法

的当然理由。所有希望排斥司法的人，所有希望维护自身特

权的人，都会为自己的特权寻找理由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寻找一些“大词”形形色色的大词。低劣的如“维护社会稳

定”，“维护国家利益”；高档的如尊重“社会自治”，维

护“学术自由”。苏力是一位拒绝用“大词”来吓唬人的学

者，但无意之间，苏力却试图用“学术自由”这一“大词”

来吓唬法院！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自由本身可以成为拒绝司

法的理由，那么，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宪法上的“言



论自由”岂非都可被用来作为抵挡法院的盾牌？法院还审什

么？所以，作为批判者，苏力不能拿出“自由”的招牌晃荡

晃荡，就一走了之。苏力有义务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学术自

由不能被司法染指？学术自由在什么地方有别于合同自由和

言论自由？为什么司法一介入学术，就必然会侵犯学术自由

？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苏力没有提出的问题：如果司法需要

染指学术，它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伸出它的指头？ 我们来看

一个用“理论”来抵御司法的实例。 在行政法上，为了使政

府以及某些公共组织逃脱司法的缰绳，官员和学者们曾炮制

过“特别权力关系说”，为行政抵抗司法张目。依照这种理

论，政府机关与其官员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内部行

政管理关系，这种关系属于“特别的权力义务关系”。对于

这种特别权力义务关系，法院不得的审查。这一发源于德国

的学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统治了中国行政法学

界多年也统治过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多年。因了这一学

术的毒害，至今为止，我们的政府官员如果被开除，无法到

法院起诉大学教员也是同样命运。姜明安教授就曾感慨道：

“警察罚你五元钱，你可以诉到法院。可是，北大如果开除

了我，我还没办法起诉法院不受理，因为这是内部行政管理

关系！” 实际上，德国人早已迷途知返，只是我们知道的晚

，无意之间拾起了别人的牙秽。德国现代著名行政法学家毛

雷尔批评说：“特别权力关系说”为政府权力提供了“自由

的乐园”。在学术界和法官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学术”

在德国早已土崩瓦解。在台湾，这一学术在学术界一轮又一

轮的攻击下，已基本被立法和司法实务所废弃。6 英国人以

热爱自由而著称于世反对自由等于自绝于人民。一些集团就



将“契约自由”变成笼头，套住司法这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他们是这样下套的：团体规章（比如高校的规章）是团体成

员之间自愿制定的契约，是成员自愿处分的结果。7因此，无

论这些规章如何不合理，成员都不能得到法院的寻求救济，

应当按团体规章，由团体内部解决或由行业裁判所最终解决

，法律应当尊重“契约自治”。怪事发生了。英国的议会和

法院真得被这一虚构的理论笼头套牢了。议会在一系列法律

中设置专项条款，将某类纠纷交由法院外裁判机构行政裁判

所最终判断，禁止法院插手。法院也拒绝向受集团迫害的集

团成员提供救济最近几十年情况已有根本改观。这些团体规

章到底是什么货色呢？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评价

道：“就起草水平而言，这些团体规章从来都是最差劲的，

它们一次又一次地给律师以‘辛苦、眼泪和汗水’”。在一

份判词中，丹宁干脆利落地判道：“这些规则是他们强加的

。加入团体的人没有真正的机会赞成或反对这些规则。在理

论上，他们的权力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们认为每个成员都

已经签订了给予行业裁判所这些巨大权力的契约；但是实际

上，对这个问题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确定他们审判权范

围的是法院的事，不是订约各方的事，更不用说他们中的一

方了。”8在另一份判决中，丹宁斩钉截铁地判道：“如果裁

判所可以不受法院的制约，自由超越他们的权限，那么法制

也就不存在了。”9 重温英国的这一段历史，不过是想让大

家重温丹宁的论断：“如果自由超越他们的权限，那么法制

也就不存在了”。对合同自由如此，对言论自由如此，对学

术自由也是如此学术腐败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吗？ 二、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一个虚构的学术机构 苏力反对法院受理针



对校学位委员会提起的学位纠纷，理由是，是否授予学位，

是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的学术判断，法院不能干涉学术自由。

问题在于，如果校学位评定委员不是学术的呢？如果它是行

政性的呢？ 让我来揭开笼罩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面目上的学

术面纱。 198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第9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并

组织有关学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1981年5月20日国务

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9条

规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

成，任期二至三年。成员应当包括学位授予单位主要负责人

和教学、研究人员。” 法律设置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到底是

什么“性质”？ 判断一个机构的法律性质不能以该机构的名

称为唯一依据。我们不应该一看见“学术”二字，就被吓得

不知其所以然，并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一个学术机构。为

避免发生“以貌取人”的偏差，判断一个机构是不是“学术

的”，不能仅看它的招牌，关键要看这些机构的组成和功能

。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校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成，看它能

否成为“学术的”。按前述法律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九至二十五人组成。除非在单一性的专科院校，这些委员可

能出自同一专业或相近专业，可以进行专业性研究和探讨，

在综合性院校里，这些委员必然要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往往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仅以评定刘燕文博士论文的北

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为例。由21人组成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只有16人到会。其中只有一人来自与无线电相关的专业物

理系，其他委员来自诸如法律、文学、历史等等院系。刘燕

文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



电阴极的研究》。按刘的说法，这个选题，不仅文科的人不

可能懂，而且，即使是无线电专业的人士，如果不是专门研

究“阴极”，也难以搞懂。这就是说，参与评定刘论文的北

大16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中，几乎没有一个懂得刘的论文

，至多也只有一个委员可能懂得。一个显然易见的问题出现

了：这个学位评定委员会能够进行学术讨论吗？它是“学术

的”吗？请注意，北大学位委员会的这种构成并非是一种“

事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法律上应然配置。如果仅仅是北

大的一种事实上的错误，北大可以调整委员配置，修正错误

，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化，使其成为“学术的”。而北

大的这种配置完全是法律本身的预设，即北大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这种构成是法律本身的设想，是合法的。一个组织如何

按照组织的自身构成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学术判断的话，我们

还有何理由将其定位于“学术的”，并进而得出，法院不得

干预学术判断的结论？ 丹宁法官在审判一起涉及到独立委员

会的案件时曾这样判道：“这些委员会是掌握着千百人命运

的内部机构。它们拥有同我不断地提到的那些法定机构一样

大的权力。它们可以用它们的决定成就一个人或毁掉一个人

，不仅可以用开除他的会籍，也可以用拒绝吸收他入会，或

者还可以用拒绝授予他执照或拒绝批准对他的任命去这样做

。它们的规章往往都有这样的规定，以便它们能够进行自由

裁量。于是它们就要求这种自由裁量应该是一种‘不受限制

’的自由裁量，法院无权干涉。它们走得太远了，它们的要

求太过分了。”10 不难看出，苏力的论断太大意了。既然学

位评定事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调整，即受到

法律调整，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为什么不能司学位条例？如



果法院不能司学位条例，谁更适合司？苏力们以为，不是政

府，不是法院，是他们自己；我以为，是法院。如果我们必

须相信一些人的话，我们更愿意相信法官虽然他们现在有些

令人失望。这不是因为法官比学者更有智慧，更有良知，而

是因为，法院有着更为严谨的讨论和决定程序。在答辩人与

被答辩人发生纠纷时，法官更适合充任中立的裁判者。 我们

再来分析一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工作任务，看它可能不可

能从事学术判断。根据我从北大官方网站北京大学校园网上

搜集的数据，2002年，北大合计招收博士生879名，硕士

生2940名。11按北大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硕士以上的学位论

文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评定。也就是说，到2005年

夏季，北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须评定879篇博士

论文和2940篇硕士论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让我们来具

体化、形象化一下。按现行的学位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和实

际惯例，硕士论文一般最低应达到3万字，博士论文一般最低

应达到8万字，两相合计，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总字数最低

应为15852万字。按各校惯例，学生答辩应在每年的5月至6月

间。答辩完毕后，首先交由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再交

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而学生应在每年的7月中旬离校。

这就是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阅论文的时间，充其量不足

一个月。以此计算，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为528.4万字

。如果按一本书30万字计算，平均每位评委每天要读17.6部书

！这些委员大人们是如何在一天之内读完17.6部书的？须知，

学位论文不是小说即使是小说，谁又可能在一天之内读完17.6

部小说？当我将这一简单而不容置辩的事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时，你们会得出什么结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能对堆积如



山的论文进行学术探究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当是学术的

吗？ 我的判断是，学位条例所设置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并非

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学术管理机构，它是行政性

的，是学术行政的一种。行政不仅发生于行政机关，还发生

于司法机关、议会和学术组织之中。正如司法行政权与司法

权相混淆，已导致司法混乱一样，将学术研究组织与学术管

理组织混为一谈，将学术研究活动与学术管理活动混为一谈

，也会混淆视听，导致一系列问题。高等院校内部，既有学

术评判机构如论文答辩委员会，也有学术管理机构如学位评

定委员会，对此必须进行识别。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就是“学术的”，并双手叉腰地指斥法院侵

犯了学术自由。 我国的这种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设置并非国际

上的通例，很大程度上，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建国以后一段

时间内，国家行政权力无所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现代遗存，

是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一种具体体现。因此，我们也不

能简单地以国外没有此类诉讼为由，排斥法院的管辖。国外

有中国这样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吗？何况，国外的法院也并

非绝对不受理学术评判纠纷详见后文。中国的现状是，行政

这只“有形的手”仍然在有效地控制着学术，但有人却反对

法院去除掉这只手，甚至拒绝法院去控制这只手，因为他们

担心，那样的话，法院的这只“有形的手”就会替代行政这

只“有形的手”来控制学术。我个人的意见是，除非废除了

现行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制度，否则，对于这种学术行政管

理，法院应当受理，为什么不呢？而且，如同我在后文将要

论及的一样，即使行政不再干涉学术，法院仍然应当受理学

术评判纠纷。 三、域外的实践 找出域外的例证是让人心服口



服的有效手段。带着这样的目标来翻书，很快就发现“太阳

底下无新事”，我们讨论的问题一点儿不新鲜。早在1973

年30年前台湾著名行政法学者翁岳生教授即有专文论及这一

问题。12当时，台湾发生这样一起案件：一位考生参加中医

师检定考试，成绩不及格，但他自我感觉良好。他怀疑抄分

有误，申诉不止，并最终诉诸法院，请求：一、“药物学”

及“国文”两科的评分错误及不公平分数，应根据事实予以

撤销或废去其原评审分数。二、请求让未参与出题、评分的

中医考试委员会同非委员之权威国医重新作出最客观与公平

的评分。三、以原告在考题上所答的内容与指定应考书籍所

载的内容，就题目上的分数，由原、被告双方进行书面答辩

和辩论，以期依据事实，判决恢复原告应得的分数。 被告是

这样答辩的：对考试试卷的评阅、录取和最低标准的确定，

是考试委员会的职权，其它机构不得干预。由于该考试委员

会已于考试完毕后撤销，无法再行使职权，原告请求重新评

阅试卷以及与考试委员会进行辩论与法不合。 本案引发的问

题归结为以下两项：一、考试委员会的评分是否是行政？二

、行政法院如何行使考试评分的审查权？ 考试委员会的评分

行为是不是“行政”呢？这首先涉及到采用何种标准来界定

“行政”。“行政”一词并无法律上的确解也不可能有。理

论上一个经常采用的识别标准是所谓的“形式标准”和“实

质标准”。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是指以执行行政事务为目标的

国家活动。按实质标准，即使不是行政机关，只要行为属于

一种国家管理活动，就认其为“行政”。这种判断标准将议

会行政、司法行政、教育行政皆纳入行政的范畴。形式意义

上的行政是仅指行政机关所实施活动的总称，而不考虑其是



否符合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的特征。按这种标准，则行政不包

括行政机关以外的其它行政管理活动。台湾法院考察了民国

时期的判例、德国的判例，并从充分保障人民权益角度出发

，采用实质行政行为标准，认定考试委员会的行为系行政行

为，法院对考试评分的诉讼有裁判权。13现代行政法早已抛

弃了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标准，行政不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

行政，还包括各类公共组织的行政国立高校就是一个公共组

织。14在德国，高等院校属于公法团体，其高等教育框架法

第58条第1款规定，高等学校是“公法团体和国家设施”。团

体内部组织机构以及团体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属于公法性

质。团体处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国家监督原则上只针对合法

性，例外情况下也涉及合目的性。15德国行政法院先后审理

过以下涉及考评的案件：（一）考试决定（中学毕业考试、

国家考试等）；（二）与考试决定类似的决定，特别是教育

领域；（三）公务员法上的考核；（四）由专家和/或者利益

代表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作出的判断性决定。16 法院如何审

理考试评分案件？台湾审理该案的法院判决认为，考试机关

的评分属于裁量处分行为，法院不得审查评分之实质内容。

支持法院这一判决的学理有以下几点：（一）考试的专业性

质决定了评分不能成为法院审查的标的，法院不能取代专家

进行专业判断；（二）法律授权考试委员会确定评分标准，

性质上属于给予考试委员会以自由裁量权，法院应尊重考试

委员会的裁量权；（三）评分行为具有高度的属于人即因人

而异性，法院应当尊重人类的自然本性，不得自行干涉。17

（四）法院不得干涉学术人士的科学判断，如果法院以自己

的标准取代评阅人的评分，则属于越俎代庖，超越权限。18 



对于考试类案件法院如何进行审理，德国联邦行政法院

在1959年4月的一份判决中，确立了若干原则。鉴于考试涉及

专业学科，在教育领域还涉及教学上的判断，具有不可回转

性，事后进行司法审查缺乏与其他考试参加人成绩的比较等

因素，法院对考试决定不能进行内容审查，而只能进行形式

审查：（一）程序规定是否得到遵守；（二）是否考虑了相

关的案件事实；（三）是否遵守公认的判断标准；（四）是

否导致了外行的判断。（按，我国现行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即触犯了此条。）这一原则在坚持了几十年之后，在1991年

被联邦宪法法院所突破。联邦宪法法院对不同的考试判断进

行了区分。对于考试中的评估，一如既往地承认已有判决中

确的原则。但对于专业科学方面的正确性审查，宪法法院认

为，行政法院能够也必须必要时借助专家对专业判断进行全

面审查。宪法法院认为，一个合理的、通过重要论证顺理成

章地得出的答案不能被判断为错误19 台湾行政法学者翁岳生

先生总结有关考试类纠纷的学理和判例后认为，法院对考试

评分案件的审查范围主要在于以下事项：（一）考试程序有

无瑕疵；（二）对事实认定有无错误。例如是否有漏判？是

否发生累计分数的错误？（三）有无违背一般有效的评价原

则。比如考试之评分是否采用了相互比较方式来进行？（四

）有无考虑不相干因素？如是否因私人恩怨影响判断？（五

）有无违背平等原则？例如，有无种族或性别歧视？20 北大

对刘燕文进行的学术论文答辩以及评定，属考试之一种，是

对论文本身及答辩人自身专业水准的测试，依前引德国和台

湾的判例和学理，法院有权受理此案，但应限于程序审查。

海淀法院在实际审理该案过程中，恪守了这一准则，只审查



了北大的学位评定程序，而不审查刘燕文的论文水准。实质

上，从尊重学术自由的角度，真正有权对论文进行实质审查

的，只能是论文答辩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一个我

所说的行政机关，只应进行程序审查，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只能审查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程序，而不能对论文进行实质审

查。如果让行政性的评定委员会实质审查论文，才是真真切

切的对学术自由的侵蚀。 还有一个问题是，被答辩人可以告

论文答辩委员会吗？我认为可以。理由是： 首先，论文答辩

委员是一个依法成立的组织，虽然是临时性组织，但其在行

使法定在考评权。这种考评权显然不是一个民事权利，不是

私权利，而是一个公共性的教育机构行使的学术考评权。论

文答辩委员会一方面是学术性的，它从事学术判断；另一方

面，它还是一个考评组织，从事具有公共性的考评工作。如

果它的评判和学位授予没有关系，和高等教育没有关系，只

是学者间自由论坛性的评判，法院当然不会理会。而实际上

，它的评判直接涉及到被评判人的法律利益能否得到相应学

位；它的评判是国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考评行为，不是民间性

的评论行为。这时，它就不再仅仅是“学术性的”，而是同

时具有“行政性”教育行政，具有双重性。在法律性质上，

其与台湾的考试委员会性质等同。至于这个临时性组织解散

以后发生诉讼的，由谁来代替它进行诉讼，则是行政诉讼法

上另一个问题。按诉讼法基本原理，可以考虑由设立它的组

织作为当事人。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调查答辩事实的，答

辩委员会成员可以作为证人到庭。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论

。 其次，作为一个法定的考评机构，法律为其设置有一系列

的组织规则和行为规则。如果这个机构违背规则，滥用职权



，即产生如何对其进行监督，如何处置其形成的错误决定问

题。假如它的组成违背法律规定，未邀请校外专家参加；假

如它擅自提高投票标准，将法定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改成五

分之四以上通过；假如它违背自然公正原则，该回避的不回

避，进行性别和种族歧视，或者考虑不相关的因素；假如它

在没有阅读被答辩人的论文，也未听取被答辩人的答辩，甚

至未与被答辩人见面就形成决定。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法院

不能为被答辩人提供救济，国家法律就难以得到准确的执行

。 最后，既然答辩委员会是按照法定的规则进行考评，其行

使职权的过程，也就是执法的过程，如果法律不明，双方答

辩委员会与被答辩人产生争议，就涉及到法律的解释，而最

终地解释法律永远是法院的职权。如果允许法院外的机构最

终地解释法律，法律的统一执行无异于痴人说梦。原因在于

，不同的机构对法律会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每个机构都有独

立的、最终的法律解释权，法律就会四分五裂。也许，上午

的一个答辩委员会认为，法律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不包括本数，而下午的另一个委员会认为，包括本数。这样

，你的论文能否通过，除了看水平，还要看运气。丹宁曾在

判决中声明过类似的立场：“公民在法律问题上的权力（如

果）要取决于由哪位法官审案，或者取决于向哪一个法庭申

诉，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正确的行事方法是这样裁定：任

何法庭或裁判所均无权在与案件判决有关的法律上犯错误。

倘若它犯有这类错误，那么它即是越权，可用调卷令纠正它

的错误。”21丹宁的判词虽然是针对法院的裁判机构，但我

以为，对其它行使公共职权的法律机构同样适用。法律统一

执行的要义在于法律解释的统一，而法律解释统一的要义又



在于解释机构的统一，这个统一的机构就是法院。如果不允

许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法院如何可能统一地解释法律？由最

高法院统一颁布司法解释？而后者只是将就之计，非长久之

策，限于论题所限，本文对此不予深究。 法院对于起诉答辩

委员会的案件如何审理？答案还是程序审，法院只审查程序

上答辩委员会组织、程序等，不涉及论文的实质判断。这样

的审查，谁能说干涉了学术的自由？可能干涉了答辩委员会

滥用权力的自由。 四、能否判令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在刘燕

文诉北京大学案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中，法院都是判

令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同时，责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论文

重新进行评议。法院认为，按照现行教育法规，学生完成学

业，成绩合格的，学校应当颁发毕业证，而要获得学位证，

尚需论文被通过。刘燕文已经完成学业，成绩合格，已符合

法律颁发毕业证的条件，故此，判令学校颁发毕业证书。至

于学位证，由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没有通过，所以，法

院无法判令学校颁发证书，只能判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

的论文重新评议。法院这一判决对吗？我以为，也错了。在

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判令学校颁发博士学位证。下面

是我的分析： 我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0条

。该条是这样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

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作

出决议。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通过学

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

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

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决定授予硕士学



位或博士学位的名单，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 本条对

论文答辩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进行了界定。按

该条，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

予学位作出“决议”，也就是说，对论文进行实质审查的权

限以及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权限在于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

会作出的是“决议”，而不是建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

限是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

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笔者查阅了学位条例和其它相

关的法律文件，找不到任何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以实质审查论

文的条款。细细地阅读，我们会发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

职权是审议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决议”，而不是“论文”！

换句话来说就是，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标的”是答辩

委员会的决议而不是论文。它有权决定是否“批准”论文答

辩委员会的决议，而无权决定是否“批准”论文。从法条所

用的词汇，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批准”是行政管理

上的一个习惯用词，并非学术判断上的习惯用词，对于博士

论文，岂能批准或不批准？ 既然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论文没

有实质审查权，那么，它的权力是什么？它的权力正是我前

文所说的“程序审查权”。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是对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程序进行审查。如果答辩委员会答辩

程序明显违法或有失自然公正，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不批

准，让其重新评议。按照这样的分析，我们会得出一个惊人

的结论，即法律本身并无错误，问题在于大家误读了法律。

法律的规定实际上和我的分析一样！我认为，我的分析是正

确的，而大家学校、法院和苏力都错了。在刘燕文一案的代

理词中，我早已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可惜，无人解得，也无



人理会。 让我们来继续分析。如果法律确实如我理解的那样

，那么，在刘燕文的论文已经答辩通过，而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就是不批准，法院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这时，法院就

应当对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进行具体审查不是具体审查

论文，而是具体审查不批准有无其它法定事实和理由。比如

，被审议人有无其它不应得到学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不仅可以审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程序，而且有权具体

审查评定委员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在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没有依据和理由，拒绝决定授予学生学位的情况下

，只要学生符合颁发学位证书条件的，法院可以并应当直接

判令学校颁发学位证书。须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一个行

政性委员会，其行为是行政行为。在相对人符合颁发学位证

书的而行政机关拒绝颁发的情况下，法院有权也有法律依据

判令行政机关颁发证书。颁发学位证书和颁发结婚证书一样

，没有什么神秘的。符合结婚条件的，政府就应当颁发结婚

证。符合颁发学位证书条件的，学校就应当颁发学位证。既

然论文已经答辩通过，其它条件也都符合，法院为什么不能

这么判决呢？这侵犯了学术自由了吗？我以为，没有。 五、

一个令人生气的案例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件吧，我自己

代理的。看完这个案例之后，我相信大家在气愤之余，会认

为我说得“真有道理”。案子这样的： 西南某著名医科大学

的一位妇产科博士生他是男人，各科成绩合格，无任何劣迹

，论文也顺得通过了答辩委员会的答辩，但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议未通过。这个倒楣的人到处求解，就是没人告诉他真

实的原因和理由。在得悉刘燕文一审胜诉后，原告千里迢迢

，从四川找到我们。原告的母亲甚至跪在地上，求我们帮他



“主持公道”。案件开庭审理后发现，被告提供的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的投票竟然有涂改明显的涂改；而且，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形成的书面决议也有涂改明显的涂改。我们在法庭上

说了，涂改是无效的。被告好像同意了我们的看法。很快，

这所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事隔五年之后，在诉讼期间，

重新作出一个评议决定。这次的表决票数一点没有问题一致

不通过。由于是事隔五年后形成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些评

委在评定时，不会有机会阅读原告的论文因为他们没有要求

原告重新提供论文。而且，被告的本次会议记录反映，投票

数大于实际到会人数。我们开始发问了：你们的这些评委们

在评定之前，有没有看论文？被告的代理律师说，没有，法

律没有要求评定委员们看论文！法官跟着问一句，那么，你

们决定不通过原告的论文有什么理由？这位律师理直气壮地

回答：法律没有要求我们提供理由，票数不够就是理由。我

们又问道：怎么会投票数高于到会人数呢？这位律师的回答

是：有些委员太忙，没到会，请别人代投的票法律没有禁止

代投票呀？ 为什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要和我的当事人过不去

？这个当事人私下告诉我，因为他的导师曾经否决了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某委员的学生的论文，所以，他从中作梗。为什

么北大和刘燕文过不去？刘燕文私下告诉我也公开告诉过大

家，因为他的导师否决过某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的学生的论

文。事实为何会如此惊人地相似？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所谓

尊重学术自由所带来的事实。四川的案件到现在还在法院躺

着呢，已经躺了四年！这个学校是谁？华西医科大学。这个

法院是谁？成都武候区人民法院。 说一千，道一万，我想，

我们要承认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学术虽然需要自由，



但当学术管理、考评发生的纠纷被起诉到法院，学术并不必

然因此而丧失自由。法院不可以解决学术纠纷，但不代表法

院不可以解决学术管理和考评纠纷，两者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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